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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嘉庆时期，温州地区开始比较集中地以民间集资的方式建立用于资助

乡试旅费的宾兴款，至清末科举废除之前，形成了一个分布于县一乡缜两级的宾兴款

体系。一些下层士绅借助宾兴款募捐和日常管理，获得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机

会，同时，也获得了对于宾兴款的实际控制权。以宾兴款为代表的教育公产成为他们

处理地方事务可资调度的资源，为他们获取权力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在太平天国运动

时期，抵御金钱会攻城时表现的相当明显。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伴随着宾兴款项向乡

镇一级的推广，更多-下层士绅参与募款和管理工作，从而为他们日后在基层的活跃打

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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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取士是传统中国最富特色的制度之一。按照清代制度，三年一次乡试（称为“大比”

），中式者为举人，第二年举人到京参加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

”，到京城参加会试。在交通不甚便利的传统中国，去省会或京师考试，对于贫寒之士来说，

旅途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此，官方和民间往往设有相应的款项予以资助。杨联陞先生的

研究表明，南宋时期官方已设有贡士庄、兴贤庄等组织，通过其名下的田产租金，供应士子应

考的旅费。而家族之中则往往兴设义庄，补助族内寒士赴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所设的

范氏义庄。此两者之外，杨先生特别提到清中叶以后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资助组织——宾兴堂、

宾兴会、南宫会等，这类组织形态类似南宋的贡士庄、兴贤庄，但性质已由政府设立转成官绅

士民捐资公建可以说杨氏的论文开宾兴款与宾兴组织研究之先河。《周礼》中有“以乡三物教

万民而宾兴之”的制度，“宾兴”二字有以宾礼兴举贤能之意，后来直接被用来泛指科举考试

。因此，各地有不少资助科举旅费的组织都以宾兴命名，笔者因袭成例，将各类资助科考旅费

的民间组织称作宾兴组织，其所拥有的公款为宾兴款。 

宾兴款与宾兴组织的出现是清代社会发展的新变化。随着社会史的兴起，它们日益受到研

究者的关注。杨氏之后有不少研究者开始以一定区域内的宾兴款（或组织）为个案进行更为细

致的考察。他们对清中期以来，宾兴款项的设立、来源、运作与功能等方面内容，以及太平天

国后宾兴组织社会职能的扩充都有较细致的考察宾兴款资助的对象主要是参加乡试的士子（有

些宾兴款也同时资助举人的会试旅费，本文主要关注其对乡试的资助），而宾兴款的筹募与管

理主要也由他们负责。一些学者将此类士人归人下层士绅行列。那么宾兴款的设贾之于下层士

绅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一问题似乎可以放到清中期以后，士绅权力逐渐兴起的脉络中。下层士

绅本身缺少相应的资源，他们很少拥有官职，也很少拥有富裕的资产。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个

阶层明末以来日渐陷于贫困的境地不过，在温州清代中后期历史上，这群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却

日渐活跃。那么，他们依靠何种契机或管道获取权力？作为与下层士绅密切相关的地方公产，

宾兴款的设置过程可以为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切人点。本文借助温州丰富的地方资料，

对以上问题略作讨论。 

一 温州宾兴公款的初步筹集 

在现代交通体系建立之前，温州到省会杭州交通相当不便。当地上子进省赴考，有两条常

走的线路:要么从永嘉出发，“距宵千有余里，必下瓯江，踰桃花岭，历婺、睦二州境，鼓掉

以达于钱塘”；要么从乐清“路至省则经雁荡、天姥、沃洲、峙嵊、会稽诸山水，然后由固陵

渡江”。不仅路途艰辛，而且旅途所需花费不小。这对于明末开始已经益贫困的生员阶层来说

，不啻为严重的负担，因此一些“乡曲士子”终其一生也不曾至省会一次。高昂的旅费限制了

地方士子赴考的频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温州地区乡试成绩落后于浙两各府的现状。 

浙江省级政府为减少士人因旅费困难而不赴乡试的情况，设立了相应的补助机制。清代惯



例是，各州县长官于乡试前选择吉日，“邀集应试文武诸生，具筵起送，举觞亲劝。”文武考

生的“卷资路费银一百二十余两（原注:各县多寡不等，此就永嘉而言）”，则由司（藩司）

县（府）发放按照清代早期的制度设计，这些路费银对于温州士人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补助作

用。清代早期乡试人数有具体限定，顺治二年（1645)规定“各直省每举人一名，取应试生儒

三十名”。当时，浙江省的举人额数为九十余名（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增至 104 名，为便于汁算

取 90 名），全省可以参加乡试人数即为 2700 名。各县名额具体如何分配暂不清楚，暂以平均

数计之。清代浙江有 11 府，每府约 245 名。 

温州府属辖永、乐、瑞、平、泰五县和玉环厅，暂时以五县计，每县平均为 49 名。按照

上文定例政府资助 120 两计，每人可得 2.4 两。 

当时从温州到杭州乡试花费多少？目前没有确定的数据，只能参考其他路程相近府县的情

况。松江府生员诸联在清代中后期赴金陵乡试时感慨：“盘费日增，见昔人旧账，所用约三四

金耳。予初试时只加其半，今则非二三十金不能行矣”。诸联生于乾隆末年，这里的昔人旧账

至少可以指乾隆时期的情况，彼时松江去南京考试费用只需“三四金”。清代松江府去金陵地

区的路途近千里，温州距省会杭州千里有余，两者路程大致相近，所需旅费也可相互参照。由

此可见，按清代初期的标准，温州地方政府所资助的银两大致可以支付考生乡试的费用，至少

可以起到相当的资助作用。 

然而，随着乡试人数的增加，政府资助金的实际效用也 n 渐稀释。康熙以来，乡试名额不

断增加，乾隆十九年（1755)后，规定浙江“每举人一名录八十名，副榜一名录四十名。”全

省乡试人数为顺治时期的 4—5 倍。各府县名额自然也相应增加，意味着乡试路费资助额缩水

到原先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左右。加之乾隆以后国力逐步衰退，物价膨胀严重，参加科考的

支出就大为增加。正如诸联所说，到 19 世纪初，乡试旅费已经增加十多倍，“非二三十金不

能行”，两方面的趋势导致官方提供的资助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考生免于旅费

不济之困，政府就需增加资助的额度。不过，嘉庆时期的浙江各级机构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财政

支持，而是将此问题留给地方社会自行解决。由此，温州地方便出现了“绅富捐置公项”资助

考生旅费的情况。 

目前，温州有记录可查的最早民间宾兴组织是永嘉县縻生陈遇春倡议设立的永嘉文成会。

陈氏在嘉庆七年（1802)十月开始倡议捐款，经过约四年的奔走劝募之后，他与同道们共筹集

到三千千文，存人典行生息，每年以息金补助士子赴考的路费。该款户名以文成会名之，“文

成”二字取“兴作文士，且寓玉成之意”。 

在文成会款设立过程中，政府扮演了积极支持的角色。陈遇春等人尚未筹足三千余千的目

标时(实际只收到 1600 千，剩余为认捐而未捐之款），便要求仿照温州育婴堂成例，将所筹集

钱款“分交各典，每月一分五厘起息。”并且要求永嘉县予以备案。温处道李銮宣立即全盘肯

定陈遇春等人的请求，下令府县予以备案，给予合法的身份。 

文成会款能够正式成为一种存典生息的基金，官方的干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遇春

等人希望将所募钱款存典生息时，遭到典商的杯葛。典商不愿接受长期存款，在文成会款存入

未满三个月之际，十一家典行联名请求在文成会款存满三年之后（嘉庆十二年），“各典缴出

本息”，交给官方置买田产，仿照范仲淹设义庄的方式运作。文成会各士绅则坚持此前“存典

生息”之议，因为他们担心“置田生息”模式管理成本太高:“佃有良顽，岁有丰歉，租有多

赛，谷有贵贱。且三年一试，收存谷石，候试期至而始粜，则红朽堪虞，不俟试期至而先粜，

则侵用难免。”双方陷人僵局。 

此后，浙江省布政使介入，明确表示应按陈遇春等人所请模式办理，府县必须议定妥善解

决办法在各级政府压力下，典商自然不得不按照陈遇春等人此前所设计的“存典生息”方法办

理。一个相对稳定的基金终于得以建立。当然，在存典的利率问题上，官、绅、商三方之间应

该后续有所互动。 

永嘉县设立宾兴公款后，临近县份也开始有所跟进。此后，瑞安、平阳、乐清等县也相继

效仿永嘉文成会模式设立类似公款，其名称不一，但立意相同（具体名称、创立时间和创立人

参见表 1)，在此以宾兴公款统称之。这些县份的宾兴款设立过程中，官员驱动的迹象都相当

明显。不少县份都是由地方官员出面募捐，并且在其直接推动下才完成。如瑞安县由县署训导

杨蕴华在嘉庆九年（1804)二月“首倡捐俸，会同知县徐映台、教谕王殿金合力设立兴贤局，

谕令捐银两入典生息”，作为乡试和会试的路费。平阳县的宾兴公款则是由多任县令接力才得

成立，县令周镐于嘉庆十四年（1809)“以宾兴之岁，寒士无力赴省应试，倡议募集多金，存



典生息，给助资斧。”然此倡议似乎并未奏效，道光五年(1825)县令杨云再次“踵行劝谕”，

直至三年后，县令查炳华任上才终于筹得“五千缗人质库生息，以给应举士子”。 

在

嘉庆时期兴设宾兴款不是温州一隅的情况。从已有的统计数据看，嘉庆以后，各地宾兴增幅开

始上升，道光时期宾兴设立数达 160 个，年均为 6 个，为整个清代第二峰值（第一峰值为同治

时期，年均达 8.69 个)。出现此种情况可能有其制度性的肇因。乾隆末年各级官库出现普遍的

亏累，而嘉庆时期地方局势已经不太稳定，爆发了白莲教等各种规模较大的叛乱。官方将有限

的财政投向军事镇压，无暇顾及地方公共事务。地方官员只能依靠 t 绅募捐形式募集相关经费

，以此来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宾兴款的设立过程中，政府态度颇为积

极，不仅发出号召，而其给予有力的政策支持。不过，担任募集宾兴款工作的士人，除了少数

有举人的功名外，多为廪生、监生和生员。即所谓的“下层士绅”。他们在宾兴款设立中获得

了参与地方事务的机会。除了规定一些基本的官方监督（主要是账目和管理条例需要备案）外

，县级宾兴的募捐和管理基本交由下层士绅负责。一般每年在乡试之前(多为农历六月），有

资格领款的乡试考生向承带人报名登记。承带人凭借县（府）训导的印照，向存款典行领取息

金，并且将考生名单、人数、息款数额及每人能分得的额度汇总，歹 U 出清单。然后带到省会

，在乡试开始前发给考生。承带人多由下层士绅担任。宾兴款的管理依据相关规章，而规章即

由负责管理的士绅议定。而且面对新的问题，负责管理的士绅则可以采取集议的方式，修正甚

至创制条款。可以说，在担任宾兴款的募集和管理的具体事务中，士绅获得了各县宾兴款的实

际控制权。因此，在面对地方公共事务（尤其是那些危及地方公共秩序的严重事件）时，下层

士绅有了可资调拨的物质资源，从而能在地方权力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在 1861 年前后温

州地区爆发的金钱会起义中表现的相当明显。 

二 秩序危机中的宾兴公款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开始对浙江地区用兵。咸丰八年三月廿七日（1858 年 5 月 10 日

），太平军石镇吉部自松阳攻占处州（今丽水地区），并向东南进逼青田，温州震动。虽然太

平军并未立即进攻温州，但却引发当地秩序的动荡，金钱会起义即其中一端。金钱会早期是赵

起、缪元善、周荣等人组织的兄弟结拜组织，因人会之人发给铸有“金钱义记”铜钱一枚，而

被称之为“金钱会”。首领赵起曾充平阳县钱仓埠役，后于鳌江边幵设饭铺，其他早期领袖也

多为社会边缘人。 

后因获得平阳知县翟惟本的支持，金钱会成为金乡、钱仓一带合法的团练组织。他们以平

阳钱仓江南北为根据地，曾一度借抵御太平军为名，私刻“精忠报国”印，发展势力。人会成

员遍及瑞安、永嘉、乐清乃至福建福鼎等地。随着势力的壮大，金钱会与平阳、瑞安一带的不

少家族不断发生摩擦，尤与瑞安知名士绅孙锵鸣、孙衣言兄弟间的矛盾为烈。咸丰十一年五月

初一（1861 年 6 月 8 日），孙氏兄弟在瑞安隆山寺议设筹防总局——忠义团局，纠合平阳和

瑞安绅富与金钱会相抗衡。 



此后，两股势力刀兵相见，仇恨日深，严重影响地方秩序。在孙锵鸣等士绅的劝说下，温

州知府有密拿金钱会众的意向。八月廿六日（9 月 30 日）太平军花旗陈荣部占领义乌，次日

攻克东阳，李秀成麾下汪海洋等大军从广丰、玉山分道入浙。金钱会派人与太平军骧天燕白承

恩取得联系，借此机会发动暴动。廿七日（10 月 1 日），开始进攻瑞安县城和温州府城\由于

平阳和瑞安知县不愿介人士绅与金钱会之间的纷争，而且此时清军注意力都被太平军吸引，因

此官方无法提供有效的防御措施，平阳、瑞安一带士绅成为抵抗金钱会攻城的主要力量，他们

组织的筹防总局成为军事指挥机构。筹防总局虽由孙锵鸣等少数上层士绅组织，但其参与者多

数都是当地功名较低的下层士绅。 

双方战事相当惨烈，各自消耗也相当巨大，组织抵抗的筹防局士绅在战前并未筹集充足的

资源，战争开始后，经费便处于紧张状态。金钱会围攻的第二天（10 月 3 日），瑞安县官绅

表示一体抵抗，但是守城所需的“薪簞等物”都是“取给绅富家”，并且“视家之上下为粥食

守陴者”。 

在金钱会正式暴动之前，士绅组织家丁、团练多以自己家族资产支付军事费用。但金钱会

正式暴动后，双方短兵相接，战争费用陡增，一家一姓的资产已不足以应付。士绅们不仅要筹

集粮饷，还需支付雇佣兵勇之费，因此耗费相当不菲。据筹防总局士绅事后回忆：“苦守八十

余日，血战十一昼夜，计费十万贯有余。”但是官方仅能从地丁项下拨出三千元，其他经费都

需士绅们自筹。如果无法迅速筹集足够的资金，不仅容易贻误战机，失去消灭敌人的机会，还

可能面临内讧，导致城破身亡。办理团练的黄体芳、祝登云、沈涣澜等士绅甚至因为欠饷被雇

佣兵勇软禁数日，直到支付了部分银钱之后才被释放。 

能否迅速筹集资金成为守城的关键之一。在围城时期，土地等不动产难以变卖，因此士绅

个人能够提供的资金相当有限。挨户派捐效率较低，也难以迅速成款。在危急存亡之时，下层

士绅便开始调动他们所掌握的公款，宾兴款便首当其冲。此前因遵照“存款生息”模式，各县

所设的宾兴款都是以现金形式存人典行，所以较之学田等其他以固定资产形式存在的公产更具

流通性，此时正好可以挽救危急。 

瑞安县筹防局绅董胡姚（廪生）记录了提用的细节。他在危急时刻，向筹防局同僚提议提

用瑞安县的宾兴款。宾兴款为全县生员考试的资助款，涉及全县在学生员的利益，习惯上应该

予以告知，经过他们同意方可提用。但是局势太过危急，“待告而举城破矣，身家性命都付烈

焰，尚何功名之可图”，胡姚决定不等众生员同意，直接提用，资助战争所需。 

胡珧能够提出此建议与其身份有密切关系。胡姚为瑞安县学廪生，与筹防局其他主要负责

人孙衣言、胡玢等人“唱和甚密”。早在 1851 年，瑞安县知县要求续捐宾兴款项时，胡姚便

是劝捐的四位主要士绅之一，其后一直参与宾兴款的管理。他掌握宾兴款存款的相关册籍，了

解存款的数量和所存典行等信息，因此可按图索骥，进行提用。按照规章，平时到典行提款时

，需要提供官方凭证，但是在特殊时期，典行便不敢不便宜行事。在金钱会起义期间，平阳和

永嘉县宾兴款也不同程度用于士绅组织团练等事务的开支。 

宾兴款虽在抗击金钱会事件的整个花费中比例并不高，但作用却不小。以瑞安为例，抗击

金钱会总共花费约“十万贯有余”，提用的瑞安县宾兴款只有 5110 千文，约占二十分之一而

已。不过这笔现款在短期以内却是不可缺少的资金，为守城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以宾兴为代

表的各类地方公款，成为下层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重要资源，温州士绅之所以可以在官军之外

，组织起及时的防御，与他们对这类资源的控制密切相关。而他们也在成功维持地方秩序后，

获得声望和荣耀。上文的胡姚此后因办理团练有功，被授予“嘉兴府学教授”的职衔。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宾兴款与自己的权力紧密相关，一旦秩序稍微平复，地方士绅们竭力

恢复各县被提拨的宾兴款。金钱会首领之一的蔡华家居瑞安馆东，资产丰饶，拥有 560 亩田产

。清政府抓获蔡华后便将其家族田产作为逆产，悉数没收。瑞安筹防局士绅便乘机请求将这些

田产作为归还宾兴欠款的资产。起先温州巡抚并未同意，在瑞安士绅和县令一体坚持下，最后

才“着将该逆产内拨官数田百亩归抵，余田四百六十亩内扣蔡姓祀田三十亩，净四百三十亩准

抵瑞邑宾兴”。温州府之所以改变原议，大半因考虑到地方士绅在地方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瑞安县令帮助士绅们转呈拨抵请求时，便提醒如果不将蔡华等人的逆产拨抵宾兴款，“诚恐

舆情未洽，难以激励将来”。 

永嘉和平阳被提拨的宾兴款也不同程度得到了补偿（具体补偿数额见下文），官方作出此

举与在战时对于士绅的依靠有关。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官员还需在恢复地方秩序上进一步倚

重下层士绅。战争使得浙江省官吏相当缺乏，“实缺人员仅有十分之一”，以至于当时巡抚都



不愿意进行考核，弹劾不良官吏，生怕人手不资应用。而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急需人手办理

开垦田亩、修筑海塘、办理保甲等事务，地方下层士绅便被作为正式官吏的替代品，参与办理

此类事务。在配合各种公共事务的兴设过程中，士绅再次采取募捐的形式设立诸种公产，宾兴

公款便是其中一种。 

三 太平天国运动后宾兴公款的扩展 

太平天国以后，与政府在地方事务上倚重士人相表里的是各地对于振兴文教的强调。清代

不少士人存在一种政治问题文化解决的取向，试图通过振兴教育的方式改善地方政治。这种思

路在黄宗羲的身上即有清楚表现。在黄宗羲眼里，学校不仅是养士之所，而且是治理天下的重

要工具。三代以后政治的败坏，正是朝廷破坏学校作为政治舆论功能——“天下之是非一出于

朝廷”所致。他为政治改革开出的一剂药方就是重建学校作为公共舆论导向的功能，“郡县公

议，请名儒主之”，城乡各地以儒为师。 

这种政治问题文化解决的思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有所延续。江苏巡抚丁日昌即认为，因

“兵燹之后，文教未兴”造成“乡曲愚民尤难振起，往往以儇薄为智巧，以游荡为安闲”。要

改变此弊端，便需振兴文教。此种想法在各级官员中颇为普遍，以至于朝廷曾在正式文件中，

命令各“军务肃清省分亟宜振兴文教”。 

兴办各类学校成为振兴文教的具体措施之一。在一些官员眼中，兴设学校可以吸纳大量“

门第单薄”的青年，避免他们“业荒于嬉”，有利于保持地方秩序。为此，战后江浙等地，不

仅恢复原有的书院，还鼓励在城乡村镇办理社学。由于战后官吏普遍不足，兴办各类学校的工

作主要由地方士绅办理，这就为下层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不过，他们

也要为此筹备相当资源。对于大量“门第单薄”的学子来说，接受学校教育之后，参加科举考

试可能成为其人生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科举考试的旅费已构成相当的经济负担的情况下，筹设

相应的宾兴费用成为办理学校所要考虑的配套制度。丁曰昌号召江苏各地举办社学的同时，便

要求各地筹议宾兴收租章程。 

浙江省级政府对于宾兴费用的支持在战后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缩减。按照定例，浙江

地区各县在考生参加乡试时提供一定的银两，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浙江省出于财政的考虑

，只恢复了资助参加会试旅费的定例，而没有恢复资助乡试旅费的定例。温州地方的宾兴款产

虽然在战后得到补充，但其数额多未能达到原额。以永嘉县为例，该县得到“瑞邑逆产田一百

三十余亩，作钱四千一百千文以充抵偿，并谕各典凑捐钱一千八百三十五千文二百三十五文，

合共五千九百三十五千文二百三十五文，归还原款”。补偿的账面钱数与提用之前分文不差，

但是这些田产“僻处山乡，查佃征租均极艰难”，实际价值并不能达到估值。当永嘉文成会的

士绅们公议将这些田产变卖给瑞安县育婴堂“就近管业”时，“田价只计一千一百三十千文”

，与抵价四千一百千文的估值相差甚巨。即使“抵拨逆产”足以充数，由于运作中存在消耗和

因考试人数增加，款项也还需要不断补充。 

此种情形之下，温州地方士绅便需募集更多的宾兴款。在长期的战祸摧残下，民间财富损

失严重。为了募集更多的款项，士绅们就将募捐对象扩展到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向基层组织扩

展的募捐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为城乡宾兴分成方式。如永嘉县宾兴在知县的授权下于同治九年（1870)开始续募

县级文成会款。为了扩大募款基础，主持募捐的士绅将此次劝募分为六个区域，包括城内与上

河乡、下河乡、永嘉场、栴溪、西溪各区域，每个区域内都设经办绅董。每个绅董借助更低一

级地域的士绅，募集款项。如栴溪地区由四品封职陈承锵、选用知县举人徐清来、廪膳生郑庆

祥负责。陈承锵曾亲赴栴溪收捐，而在栴溪的具体募款很可能依靠当地的士绅，因为最后的清

单中有一部分钱用来“备酒食邀各绅董劝捐”。 

为了激励乡镇绅董的积极性，征收来的款项按照一定比例分成，部分留成作为该区域内部

宾款，部分则作为县级宾兴款，存典生息。如负责在永嘉场募款的廪贡生张鸣玉等人在募集款

项后，“除缴郡五百千外，余钱二百二十四千”并入梯云会之前款项内生息，“分给永场应试

诸生”。从以上这些人员身份看，下层士绅占相当比例。那些“选用知县”、“四品封值”的

头衔可能是因为在镇压太平军等事务中立功而换取的荣誉职衔，其出身并未达到举人及以上功

名。 

这种模式使乡镇士绅在帮助县城宾兴募捐的同时，还能为本社区建立宾兴款，有利于其获

得地方的认同，因此得到不少地方的仿行。永嘉县南乡士绅叶浚为县文成会款募款时便请求按



照此种模式，从而创立了南乡文成会，这一体制可以看做各级士绅合作的产物。县级以下的士

绅参与募捐，帮助征收体系的下渗，汲取更多资源;县城内士绅则允许其留存部分募款，建立

本区域内的宾兴款项，支持当地的士人参与科举。 

第二种增加宾兴款的方式为通过知县的授权，一些乡镇独立筹集宾兴款，这类宾兴款多附

设在乡镇的书院中。平阳县金乡镇（又称“金镇”）建立了师山书院后，上舍（地名）士绅便

向知县提议设立宾兴款产，资助学子的考试旅费。此议获得知县同意后，相关士绅即“劝谕殷

富协力输捐”，最后“计得田并书院拨入田共一百亩”，作为资助金乡镇士子乡试费用的基金

，“编缮档册，文武省试例得支领”。 

此外，为了获得持续的捐款，一些乡镇逐步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司事轮值制”。即确定专

门的士绅群体，按一定时间段轮流劝捐，以避免因无专人劝募，宾兴捐款不稳定的弊端。这一

转变在瑞安河乡有着清楚地体现。 

瑞安河乡宾兴款于 1870 年代，由当地人朱养田等人捐资创建。其主要覆盖范围包括海安

所、鲍田、梅岗、长桥、翰田、大典下、南河、莘田、后朱、汀田等庄。与不少乡镇宾兴款一

样，它也附设在该乡书院——莘塍书院之下。由于此前没有专人负责，捐款“旋捐旋罢”，颇

不稳定。负责管理的士绅张桐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四月廿日，乘河乡地区士绅齐集莘塍

乡学讨论继续募捐之时，提出变更募捐制度： 

不若择十五六人，同心合力，肩任此事，譬如一月之间，甲四人分捐五日，后五日则乙四

人分捐，后五日则丙四人分捐，后五日则丁四人分捐，到各地则请本地公正绅士同出劝捐，伙

食、船力由众措办，分毫不扰他人。循环轮流，周而复始。十六人中倘有嗜烟酒者须筹备用，

毋得挪移公款，如每人中或有要事不来，须早日通知总局，以便更替，勿得托故推延，致误要

公。 

张桐此议获得与会士绅认可，随后便“报书十六人拈阄，定期以五月十一为起捐之日”。

此后，募捐变得日常化，宾兴经费更有持续性。与此相对应的是劝捐士绅也变得职业化。参与

劝捐事务的士绅已经不是凭一时热情参与募捐，而是需要按时上班，如果有事不来还需提早通

知“总局”（意思不明，或许指县的宾兴总局，或指筹防总局）。 

通过以上这些方式，主办宾兴事务的士绅尽可能的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支撑科举考试的公款

，保证大量贫寒子弟有机会参与乡试。从而也形成了县一乡镇两级宾兴款系统。在此系统形成

过程中，居于乡镇的下层士绅被大量吸纳进募捐事务。当然，与县城的下层士绅一样，他们也

成为这些资源的实际控制者。 

结论 

下层士绅与上层士绅不同，他们没有获得高级的功名，多数一生无法获得官职，而旦明末

以来在经济上日益陷于贫困。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除了一些仪式性的权力外，很少有

实质性的权力。在地方事务上，他们实际的影响相当有限。不过，当政府在公共事务上力所不

及的时候，一些下层士绅就有机会发挥其力量。尤其是在士绅们比较擅长的教育领域，官绅之

间可以产生相当的互动。宾兴款的筹集便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18 世纪以后，清政府财政紧张，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资助贫困士人的乡试旅费。一些下

层士绅适时地组织宾兴会等组织。以宾兴款为代表的公款成为下层士绅进一步在地方事务中发

挥作用的物质资源。在金钱会起义中，一些下层士绅正是借助宾兴等款项，支付了县城的早期

防御费用，从而使得他们在地方权力格局中取得一席之地。这也使得他们更为注重宾兴款的维

护和扩充。一旦战事消停，他们便努力恢复此前被提拨的款项。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浙地区普遍推行兴办学校的政策。官方试图以这种方式振兴文教，

维持地方秩序。更多学校的建立有助于向更多的贫寒子弟提供教育机会，这时也意味着政府需

要提供更多的资源，保证这些贫寒子弟的流动。筹集更多资助乡试旅费的款项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战后政府财政较之于嘉庆时期更为严峻，不仅无法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乡试旅费，而且

无法补足县级宾兴款在战争中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民间继续筹措宾兴款项再次凸显其必要性

。 

为能更多的汲取社会财富，宾兴款的募捐体系开始向乡镇一级下渗，从而形成了县一乡镇

两级的宾兴款控制系统。这一过程中，由于乡镇的募捐需借助当地士绅的力量，从而将他们也



卷人到募捐中。与县级宾兴的募集一样，他们也在乡镇宾兴款的募集和管理中，获得了对于款

项的控制，从而扩大了他们在乡镇的影响力，使得下层士绅更多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宾兴款其

实只是下层士绅募集公款的一种，在兴办地方事务的过程中，下层士绅用类似的方式掌控了其

他公产，这些公产成为他们日后角逐地方权力的物质基础。不过，对于这类款产的总量不宜过

高估计，它们主要局限于教育领域。因此，下层士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地方教育领域，只有在

特定条件下，才会介入到其他领域。 


